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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答辩事实及理由

一、答辩事实

2011年2月15日早6时刚过，吴某像往常一样来到居民楼下车库中，驾驶宝来轿车缓缓驶出，忽然一辆摩托车挡住去路，后座的男子即窦某跳下车用锤子一下敲碎驾驶位一侧的车窗，强行要拿走吴某的女式包，在吴某极力保护包的情况下，他便猛烈撕扯吴某的头发，并往方向盘上猛撞，迫使吴某松手。在劫匪暴力抢走吴某的包跳上摩托车逃跑时，吴某迅速发动轿车追赶，并在追出小区院子150米后追上劫匪驾驶的摩托车。在此时，摩托车后座上的男子突然跳下车，摔倒后爬起向北侧小巷沿石阶路逃窜。而摩托车驾驶者刘某则继续加速沿公路逃跑。吴某则紧追不放。及至与摩托车并行的过程中，吴某向右打方向盘迫使刘某驾驶的摩托车靠近人行道路边行驶之后摩托车突然摔上人行道，驾车劫匪被抛出，撞上人行道上的梧桐树。吴某见状立即停车报警。

二、现场勘验所得证据

    1.摩托车系铃木豪爵EN125-3A型，该车后轮右侧面有强烈磨擦痕迹，系与人行道路沿     石磨擦时形成，该车前轮右侧面没有与人行道路沿石磨擦的痕迹。

2.吴某驾驶的宝来轿车车身没有与摩托车擦刮的痕迹。

3.夜里下过小雪，路面上有清晰车轮印。

4.在摩托车摔出前的20米中，吴某仍然保持和摩托车的车轮距在60-80厘米之间，摔出前3米内最近垂直间距为60厘米。

三、答辩理由概述

（一）吴某的行为是我国法律所提倡的对犯罪分子作积极斗争的正当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其不是危害行为，不属于犯罪。

（二）吴某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扭送行为，是合法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

    （三）吴某对刘某摩托车的摔倒主观上没有故意也不存在过失，没有任何犯罪的意图，属于主观上的不可罚。

（四）从因果关系上看，吴某的追匪行为与刘某的死亡不具因果关系，不负刑事责任。吴某驾驶的轿车和劫匪驾驶的摩托车完全没有任何接触，刘某为摆脱财产所有人吴某的追赶，驾驶摩托车以危险状态高速行驶，是造成摩托车摔倒的直接原因，这一危险状态完全是死者刘某自我行为的结果。
第二部分    具体论证

我们认为，吴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以下将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性以及因果关系等四个方面来证立我们的观点。

一、吴某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吴某实施的行为即追匪行为非危害行为，而是正当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
在我国，正当行为，是指客观上造成一定损害结果, 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质上不具备社会危害性, 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法执行职务、正当冒险行为等等。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任何犯罪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是由生产力标准、价值标准和法律标准三大要素组成的系统：

     所谓生产力标准，就是以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测、判断、衡量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及其大小的标准。
因此，衡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应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 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应受到法律保护；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对于危害程度严重的, 应该认为是犯罪, 要受法律制裁。本案中，劫匪刘某的行为是破坏生产力的行为，而吴某的追匪行为是为了保护生产力，维护合法财产的行为，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所谓价值标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背景、环境、文化、道德、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些事物的认识。法律维护的价值主要有秩序、自由和公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某种价值, 如果某种行为满足不了人们对秩序、自由和公正的需求, 则证明该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案中，刘某的抢劫行为是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的破坏，而吴某的追匪行为是对这种秩序的维护；刘某的抢劫行为严重侵犯了吴某的人身自由、人身安全，违背人们追求的公正，公正否认为了一些人享受的较大权利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组成国家的社会成员间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即是公正的体现，但是一种行为破坏这种公正性，倘若国家坐视不管，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而本案中吴某的追匪是对其自身自由的维护、是对公正的维护，是正当行为。

    所谓法律标准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而言的。实践中司法机关衡量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客观依据即为刑法,违反刑法规定的就是犯罪, 应受刑罚处罚，而未违反刑法规定的, 就不是犯罪, 就不能受刑罚处罚。吴某的追匪行为并没有违反刑法的规定，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不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该行为在客观性质方面与犯罪行为极为类似，行为人主观上虽能认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与犯罪行为不同的内容，因而行为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本案中吴某是因为自己的合法巨额财产遭到刘某和窦某的暴力抢劫，从而实施的针对财产侵害人的保护合法财产的行为，这一追匪行为从生产力标准、价值标准和法律标准而言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任何公民在面对国家、自己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财产遭受不法侵害从而进行保护的行为，而保护受侵害的财产这一保护行为本身是有风险的，但是这也是作为国家统治者的人民认可的行为，即人们愿意承担在公民的财产遭受不法侵害进行保护时可能造成的其他损害，并且作为国家统治者的人民也提倡对不法侵害者进行相应的惩罚，提倡人们同不法侵害人做斗争，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吴某的追匪行为不是危害行为，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说明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如果行为仅仅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不能作为入罪的条件。

二、吴某的行为没有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是刑法上规定的合法行为。

吴某实施的追匪行为并没有违反刑法，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化行为，即吴某的追匪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本案中，吴某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扭送行为，应属于刑法总则所规定的正当行为的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根据此款规定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制止犯罪、扭送犯罪嫌疑人属于公民正当、合法的行为。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抓捕造成的伤害后果，扭送公民不应当承担刑事及民事责任。

（一）法律和理论界对于扭送制度的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发现法定情形的人都可以对其进行扭送。也就是说，扭送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公民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保障国家、公共利益，保障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样既伸张了正义，也体现了社会的正气。
出于对我国目前国情的考虑，某些地区警力、司法资源严重不足或不可抗力等意外特殊情况出现时,对于扭送结果的认定应该允许极个别例外情况存在。从扭送制度的目的看，其是为将现行犯或特定犯罪嫌疑人交付给司法机关处理 ,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免受侵害而为。

（二）吴某的具体行为符合扭送的构成要件：

我们从扭送的目的、对象、结果、时间的及时性四个方面对扭送进行论证：

扭送的目的：吴某行为的目的是控制刘某，并且将刘某移交有关机关处理。从案情可以看出，刘某的死亡结果仅仅是事后的判断，事发当时吴某在车上一心追赶刘某的情况下，刘某摔倒与吴某停车报警的时间间隔非常短暂，因此吴某当时不可能判断出刘某已经死亡这一事实。在当时情况下吴某打电话的目的并非是请求急救，而是请求警察控制抢劫人刘某。这符合扭送的目的。

扭送的对象：吴某的扭送对象是抢劫犯罪的共同犯罪成员，由于在整个的抢劫过程中刘某并未脱离吴某的视线范围，因此可以得出，吴某对刘某是抢劫的共犯是有清楚认识的。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对于扭送对象的规定。
扭送的结果：刘某未被吴某实际控制，而是因为意外事件的产生导致死亡。但这并不影响扭送行为的成立。

扭送的及时性：吴某在被抢后立即发动轿车追赶，是及时的行使公民的扭送权。并且扭送行为是贯穿抢劫犯罪的犯罪人在得手后逃跑的过程中。

综上可知，吴某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属正当行为。

三、吴某对刘某的摔倒主观上没有故意也不存在过失，属于主观上的不可罚。
现今的刑法理论反对客观归罪。一个行为是否当罚，决定性的因素是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不同, 犯罪的主观恶性反映的是犯罪人应受法律责难的程度, 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1）罪过形式是衡量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的主要标志。罪过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与过失对犯罪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是不同的。前者追求犯罪结果, 而后者并不希望犯罪结果的发生, 因此同一犯罪, 罪过形式不同则主观恶性不同, 应受法律责难程度也就不同。(2) 体现主观危险性大小的情节是衡量主观恶性大小的重要因素。所谓主观危险性, 指行为前行为人自身的情况及行为后的态度两方面。行为前行为人自身的情况指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在故意犯罪的范围内, 犯罪的动机是否恶劣, 犯罪目的是否卑劣, 直接影响着犯罪应受的法律责难程度。例如：为生活所迫而实施的盗窃显然轻于出于贪图享乐的动机实施的盗窃。行为人行为后的态度也是衡量主观恶性的情节之一。另外,犯罪人的一贯表现是评价其主观恶性的参考因素”。

本案中，吴某的行为，其主观上并没有伤害或者杀害刘某的过失，更没有杀害的故意，在吴某的合法财产遭受侵害时，吴某的追匪行为只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在短暂且紧急的情况下，吴某不能预见到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会摔倒，不能预见到刘某会摔出摩托车撞树而亡，也即吴某的主观上没有过错。吴某在追匪并行的330米中，尤其是在摩托车摔倒前20米中能够保持最近车轮距在60-80厘米之间，足以证明吴某没有伤害和杀害刘某的故意，否则吴某大可以从最初追上刘某开始就直接撞击刘某驾驶的摩托车，因此，吴某对刘某的死亡不负责任。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面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受侵害的紧急情况下，法律也不可能规定让受害人在自己有能力挽回财产的情况下不去追劫匪，而是眼睁睁的看着劫匪拿着自己的财产逍遥而去。另外，从吴某的事后表现上，她在发现刘某摔倒后立即停车打电话报警，这也正好印证了她并没有想故意杀害刘某的故意和过失，而只是想追回自己的财物。

四、吴某行为与刘某的死亡结果及何某的重伤结果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在本案中，认定吴某应负刑事责任的重要原因是吴某的追逐行为导致了刘某的摔倒，也即刘某的死亡与吴某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我们不否认，刘某的死亡与吴某的追逐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然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单纯地将所有存在着联系的原因都归为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介入了第三者的行为、被害人的行为或特殊的自然事实，则应通过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等，判断前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结合本案事实，刘某的摔倒并被抛出是由于忽视当时道路上的客观情况，不断加速行驶逃离案发现场所导致的。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刘某本身的过错有关，刘某的抢劫行为已经有错在先，然后又不顾后果地逃走，其摔倒的行为完全是其自己操作失误所致。吴某追赶刘某的行为并不会支配刘某本身对于路况的判断和刘某本身的行为，因而对于刘某从车上摔下这一结果的作用是比较小的，不应归于刑法的评价范畴。

另外，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不仅要求行为与后果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还要求其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法律上的关联性包含着价值选择与判断，
它更倾向于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和对错误行为的惩罚。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行为合法，即使它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性，也会被认定为无法律上的关联性，因而也被认定为无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吴某的行为已经在上述被证明为是一种合法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当罚性，因此即便是吴某的行为造成了刘某的死亡——况且吴某的行为并不是造成刘某死亡的主要原因——也不应受到刑事处罚。相反，刘某的抢劫先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行为，在受害人追赶时不仅没有主动投案，还不计后果地拼命逃跑，最后导致惨剧的发生，理应为其自己的行为负责。

综上所述，吴某追逐刘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对扭送的规定，是合法行为，因此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她对刘某的死亡既不存在着主观上的过错，其行为也与刘某的死亡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当公民的财产受到不法侵害时，他都有采取合法行为来保护其财产的权利。吴某的追逐行为正是行使这种权利的表现。相反，刘某与其同伙不顾吴某的安危，公然抢劫其财物，在被追逐时又不顾自己的安全，其结果完全是其自己造成的。“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得利”这一古老的法谚虽然常被用在民事领域，但我们相信它在刑事领域中同样适用。最后，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观点：吴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负责刑事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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